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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作品的创作总是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东北大花布”作为一种常见的印花布为大众所熟知，但由于

种种原因被误认为是东北地区的独特产物。以“东北大花布”的起源为切入点，通过“东北大花布”在不同阶段

社会背景下的审美心理分析，以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厘清“东北大花布”的审美趣味流变规律，对新时期大背景

下“东北大花布”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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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大花布”起源的多元决定论 

18 世纪末，印花布由于技术的革新而被大量工业化生产，19 世纪中后期，工艺美术运动在英国发展

起来，印花布纹样的设计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莫里斯为代表的印花布纹样设计最为著名。莫里斯的印花布

纹样追求自然的真实，采用纯色和有序的大花构图，传统的印花布纹样在一战后收到现代艺术的影响趋于

平面化，流行以线条与色块拼接的布局和设计。在民国的“黄金十年”中，欧洲和日本外资纺织印染企业

在上海开设印染厂，当时所生产的印花布纹样设计受欧洲和日本影响，多以碎花或者成组的写实折枝花为

主。虽然这些印染厂由于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但其下属的印花图案设计室还是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印花

布纹样设计人才。 

20 世纪 50 年代，刚刚经历了战争的苏联纺织业迅速恢复，新中国为了弥补棉布短缺从苏联进口了大

量印花布。[1]这种苏联印花布受俄罗斯霍赫洛马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颜色饱和度高，图案也非常繁杂，

与建国初期我国的大众审美趣味并不相符，但由于政府的号召与作为社会新风貌政策的推动下，苏联印花

布很快成为了常见的布料，被做成床单、被面、窗帘和衣物等，甚至不想穿印花布衣服会被认为“太封建”,

但这时的苏联印花布风格是“小碎花”，虽然与之后所见到花团锦簇的“东北大花布”相差甚远，但却为

“东北大花布”的出现提前打下了大众审美心理接受基础。 

1952 年在上海成立了负责管理华东地区纺织业的华东纺织管理局，其前身之一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成

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旗下的印花图案设计室集合了当时上海著名的印染设计师”
[2]。由于新生政权的需要，以及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急需设计一批与社会新风貌相契合的印花布，受到

苏联印花布的启发，华东纺织管理局组织和号召设计师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

众和下乡调研，挖掘民间美术纹样，以求设计出适合于新中国大众审美的印花布纹样。虽然当时已经从民

间采集到了“凤凰穿牡丹”和“蝴蝶和大花”等传统纹样，但由于江南民间手工制作的印花布多为蓝色，

所以最终形成的印花布都是借用欧洲与苏联印花布设计风格与技术手法。华东纺织管理局设计室在当年就

推出了众多设计作品，其中以陈克白设计花布纹样的“凤凰穿牡丹”最为著名，“凤凰穿牡丹”也就是“东

北大花布”最著名的纹样之一，“仅上海一地在 1954 年到 1955 年就生产了 235 万匹印着凤凰孔雀图案的

印花布。” [3] 

“东北大花布”由于使用的颜色大多采用高饱和度的纯色，色块之间缺乏渲染与过度，所以显得颜色

非常鲜艳醒目。这种印染效果是由当时的印染技术决定的，当时的大部分印染厂采用防拔染技术，将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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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上纯色，再用印花机将还原染料印制在布匹上，通过化学反应还原底色染料，这样布匹就呈现出不同颜

色的纹样，但由于技术的限制，这种技术只能出现几种颜色，所以“早期的大花图案受到防拔染工艺的限

制，套色较少，花布地色仅限大红、枣红、深蓝、酱、紫等，花色也只是单调的红花绿叶。”[4]总而言之，

“东北大花布”是受外来影响下印花布纹样本土化的产物，其设计思路与生产销售是全国性的，而在“东

北大花布”出现的同时期，还有其他纹样和颜色的布料，但大众唯独对这种鲜艳的花布却有着深刻的记忆，

盖因在人们整体衣着“灰蒙蒙”的年代，“东北大花布”是当时对色彩的唯一印象，尤其是新时代的年轻

人认为大红大绿的审美习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而其拥有的现代前卫审美趣味急于与传统切割，

仅有近七十年历史的“东北大花布”竟成为了“传统”的代表。 

二、社会背景变化对“东北大花布”大众审美认同感的影响 

从 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到 2011 年召开的中国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的矛盾基本论断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到“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

一直在加强物质文化建设来满足人民各种需求。随着中国城市化和乡村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物质生活发

展也极大的丰富，促使精神文化领域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流变。对于艺术品的语境研究是艺术社会学的研

究方法之一，“需要知道艺术的生产地，艺术的制作者，艺术的用途、艺术的功能，以及它对制作者意味

着什么。这就是在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研究。”[5]以“东北大花布”为例就出现了建国初至文革前、

文革初到改革开放初、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个社会审美趣味变化时期，“这种变化着的社会文化因素参与

到心理结构之中，不仅是作为一种意志和意识的表现内容出现，而且作为一种代表着运动的原则出现。”[6] 

1952 年的“东北大花布”的基本款式定型后，印花布纹样的设计就再也没有突破过，1955 年纺织行

业在天津举办的“选花会”中入选的印花布纹样如出一辙，印花布的纹样与款式设计都出现了同质化现象。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市场实现了统购统销，但如此设计师无法再根据市场销量来得到大众

审美的反馈，而且由于当时物质生活匮乏，人们对花布的选择到底是出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还是真心喜

爱就不得而知了。对于陈旧的设计，生产厂家无动于衷并表示：“城市中卖不掉，调配到乡下去；乡下卖

不掉，调配到边区去”[7]。著名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就当时的印花布设计保守主义提出了批评:“花布是和广

大人民有密切联系的生产资料，花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几年来我们生产了一些好看

的花布，但是应该承认，许多花布的设计存在着千篇一律、老一套的缺点，有的花布图案甚至是丑恶的。”
[7]而后督促印花布设计者“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对人民的关怀，要设计出更好看的花布，使人民的生活更美

丽！”[7] 

 
图 1  “东北大花布”服装形象在东丰农民画中的具体表现 

在文革初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特殊时期，大众的衣着布料普遍以蓝绿为主，颜色鲜艳的“东北大花布”

几乎是对色彩的全部记忆，虽然大众把“东北大花布”仅作为日用品布料，但设计师还是对当时的花布进

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在大花布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很多时代符号，如代表工业化的拖拉机、大烟囱、卫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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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架；代表丰收的植物符号；代表革命圣地的延安等，这样的大花布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独特

风格，在文革之后原“东北大花布”纹样才重新占据了主流，但“东北大花布”留在大众心中的情怀从政

治记忆慢慢蜕变为乡土情怀。  

1978 年中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长期盛行的片面化和一元化的思想模式，开始在全国

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现代化摧毁了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东北大花布”由于长时期高度统

一的设计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但在东北地区却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在文艺舞台上活跃着大量的

东北人，各类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品，都反复把“东北大花布”作为一种展示乡土文化的道具与符号，往往

利用“东北大花布”来表示东北人的形象。“东北大花布”从服饰到日用品把东北的乡土气息与幽默感表

现的淋漓尽致，这虽然是为了突出艺术形象的典型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将“东北大花布”与东北地区进

行了捆绑，“东北大花布”成为了一种东北人身份的标签和符号，甚至东北人自己都认为“东北大花布”

是起源于东北地区的传统印花布。 

 

图 2  下身围着“东北大花布”的老人和其徒弟在跳萨满舞 

“东北大花布”的符号化、图像化也表现在东北地区民间绘画中。东丰农民画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以吉林省东丰县为中心而闻名的一种民间绘画艺术形式，是东北地区民间绘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东风

农民画以东北地区民俗为主要表现内容，表现了作为劳动者的审美情趣和感受，东丰农民画的颜色纯度高，

这虽然与创作者大多并非专业出身有关，但其色彩装饰性很强。东丰农民画在表现农村妇女衣着时，基本

都以“东北大花布”冬装（图 1）为主，因画幅有限，虽并不能完全表现“东北大花布”的纹样细节，但

这种农村妇女衣着也是由于受到“东北大花布”的影响所致，这表现出东北人对于“东北大花布”来表现

自身身份的认可，也是东北地区民间绘画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民间绘画的重要艺术特征。在民族民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排查过程中，于辽宁发现一位会跳萨满单鼓舞的老人（图 2），做表演时老人和其徒弟在

下身围上了“东北大花布”以示仪式感，这虽然可能是由于缺乏传统服饰的应急做法，但也可以看出东北

人对于“东北大花布”的文化认同。 

三、“东北大花布”的当代性表现与反思 

2015 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服装设计师胡社光在其 2015 至 2016 年秋冬时装特邀发布会的“东北花

袄”秀（图 3）赚足了大众的眼球，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但仅两个月后，某女星穿着胡杜光设计的“东北

大花布”礼服（图 4）亮相戛纳国际电影节，网络上大众对此诟病不断。设计师的同种类作品为何仅仅过

了两个月，大众舆论对其评价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设计师胡社光当时对于“东北大花布”礼服的

批评略显无奈：“为什么中国人做自己的东西就土，老外一拿去用立刻就觉得美了？这是不是有些不自信

啊！”[8]这说明中国设计师想将中国符号运用到其作品之上，并将这些标签化、本土化的元素与时尚挂钩，

把自己的作品打上民族化的烙印以求在国际上受到认可，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2018 年胡社光

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时对于设计“东北大花布”礼服话题时比之前平和许多：东北大棉袄其实是被单的布

料，很便宜，只有 9 块钱一米。很简单，我在荷兰定居很多年，一个简单的纹路，色彩的碰撞，它可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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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但是在记忆深处的中国元素，让我想家了，这是一种情怀，主要是当时想家了，所以当时主题是怀旧[9]。由

此可见，设计师的主要目的还是试图利用大众记忆深处的审美经验来引起大众的审美共鸣，但审美共鸣必

须从艺术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只有当人们认为某种理念与实践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

具有实用性时，它们才会得以传播”[10]。“东北花袄”秀的成功得益于其将作品还原到原生态“场景”内，

将东北人的粗狂与幽默用鲜活的形式呈现在 T 型台上，带着一丝戏谑地将“东北大花布”的艺术生命力重

新释放出来，以往被认为过时的“东北大花布”在当代语境发生了深刻的联系，附加在“东北大花布”上

的文化记忆和感情与大众产生了审美共鸣，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大花布”自身所拥有的审美价值，另一

方面是激发了大众作为审美主体的感性和审美心理认知，更关键的是设计师通过花布面具和全新东北冬装

结构赋予了“东北大花布”属于当代语境的理念和思考。但设计师似乎并未意识到对“东北大花布”现实

应用与其所属场景以及传达给观众的代入感之间的关系，“东北大花布”所处的语境和场景与传统西方礼

服所需要的谨小慎微之间并不融洽，大众不能在这样的场景内与“东北大花布”产生审美共鸣，才引起了

反感和排斥。 

图 3  2015 年秋冬时装特邀发布会胡社光的“东北花袄”秀 图 4  胡杜光设计的“东北大花布”礼服 
 

早在 1917 年，艺术家杜尚将一个男用陶瓷小便器送到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上，杜尚通过

“现成物”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看法，即世界与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但结果适得其反，这种将垃圾当艺术

品的“反艺术的艺术”让大众感到丈二和摸不着头脑，[11]这反而让杜尚所主张与大众审美更加遥远。尤其

是在艺术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艺术形式愈发趋向于大众审美趣味的要求，或表达大众对现实社会的艺

术文化认同，或体现大众生活中的艺术文化差异，或表示大众生活的特定艺术文化层面的幻想，或表现大

众对于艺术文化的内在叛逆性。“东北大花布”自中国国际时装周和戛纳电影节亮相后，一时间就从乡土

气的象征一跃为网络“时尚”，一时间以“东北大花布”为题材的图片充斥着网络，尤其是某拍照软件开

发出“东北大花布”题材自拍系统之后，人们纷纷在社交软件上上传各种自嘲式的自拍照以示“时尚”，

虽然这种“时尚”是一种大众文化趣味的表现，但其所代表当代大众审美内在叛逆性与反潮流是值得思考

的。 

四、结论 

现如今“东北大花布”的现实使用价值已变得弱化，但其文化价值却凸显了出来，其在新时期作为视

觉符号的图示化象征，已经超出了其创作本意，如何在新时期对传统艺术进行“二次创作”是摆在艺术工

作者面前的问题。当代艺术所倡导的大众性就是为了使大众更多的参与到艺术创作当中，“为了艺术而艺

术”已经成为当代艺术文化的壁垒，当代艺术对生活的介入也是当代大众在科学技术发展到当下的精神诉

求。2014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

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

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味，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

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12]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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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作品与大众开展平等的对话是当代艺术的大众化趋势，当代艺术创作必须直

面大众审美趣味，大众与艺术的亲近感必然成为大众审美趣味的催化剂。艺术的主客体在当代语境下的身

份性已经非常模糊了，都已成为艺术文化的直接参与者和体验者，更加能够促进艺术创作，使艺术工作者

创作出更加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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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t Sociological Study about “Northeast Flower 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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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artistic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east Flower Cloth", well known to people as a printed fabric 
pattern, is considered to be a special product of Northeast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 Taking the origin of "Northeast Flower Cloth"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Northeast Flower Cloth"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larifies the changing rules of its aesthetic interest with art sociology research metho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Flower Cloth" in new era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s well a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art worker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Northeast Flower Cloth; printed fabric; art sociology; aesthetic interest; art worker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